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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应用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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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收集 2001—2018 年有关 Håkanson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应用论文 2323 篇，重点分析

2008年以来发表在国内外著名期刊上的论文203篇，发现存在以下问题：① Håkanson潜在生态

风险指数是基于水环境沉积学理论建立的一种生态风险评价方法，不适合土壤潜在生态风险

或污染评价，更不能被应用于水相溶质、大气颗粒物、地表灰尘、植物或作物等介质的生态风险

或污染评价，但现实研究中评价对象错位的论文占 2323篇论文的 49.29%。② 不能生搬硬套

Håkanson潜在生态风险系数（Er）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分级标准，必须根据具体参评污染

物的种类和数量进行调整。Er第一级界限值应为所有参评污染物毒性系数（St）的最大值，RI

第一级界限值可用∑Sti×1.13并取十位整数得到。但是多数研究罔顾其参评污染物的种类和

数量，照搬 Håkanson 的 Er 和 RI 分级标准而出现错误的论文分别占 203 篇论文的 45.32%和

61.08%；虽然有些学者对RI分级标准进行了调整，但调整正确的论文只占23.81%。③ 只评价

Hg单项生态风险或包括Hg在内的多个重金属综合生态风险时，不能用 StHg代替其毒性响应

系数（Tr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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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从 1980 年 Håkanson 提出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RI）
法[1]以来，RI被广泛应用于环境污染和生态风险评价。据“中国知网”2001—2018年收
录的论文，共检索出与潜在生态风险有关的论文（不包括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集
论文、综述文章、中英文重复的论文） 2323篇，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需要注意的是，
该方法是基于水体沉积学理论的一种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并且Håkanson当时提出的潜在
生态风险系数（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factor，Er）和RI分级标准是基于其研究的8种污
染物（PCB、Hg、Cd、As、Pb、Cu、Zn、Cr）得到的。因此，在具体应用时，一方面
要考虑评价对象，另一方面必须根据参评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对Er和RI的分级标准进行
调整。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不了解该方法的适用对象，用沉积物某种污染物毒性系数
（sedimentological toxic factors，Sti） 代替其毒性响应系数 （toxic-response factor，Tri），
生搬硬套Håkanson的Er和RI分级标准，致使评价对象错位、评价结果失真。虽然个别
学者对Er和RI的分级标准进行过调整，但调整方案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彼此不统一，也
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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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研读Hå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1]的基础上，指出其当前应用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并提出规范性的Er和RI分级调整方案，旨在促进更加严谨、客观的潜在生态风
险评价研究。

2 Hå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概要

2.1 基本思路
Håkanson认为，水体污染所致的潜在生态风险主要受水下沉积物中污染物种类数、

浓度、毒性水平和水体对污染物的敏感性影响[1]。显然，Håkanson定义的潜在生态风险
是基于水体沉积学理论的一种水体生态风险。
2.2 潜在生态风险表征

水体潜在生态风险程度可用沉积物中某一污染物的单项潜在生态风险系数（Er）和
多种污染物的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来表征。根据Eri值和RI值可分别对沉积物某
一污染物和多种污染物的潜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计算公式为：

C i
f =

c̄i
0 - 1

ci
n

（1）

Eri = Tri × C i
f （2）

RI =∑
i = 1

n

Eri （3）

式中：Cf
i表示污染物 i 的污染系数； c̄i

0 - 1 表示沉积物表层（0~1 cm）污染物 i 的平均含

量；cn
i表示工业革命前沉积物中污染物 i的含量；Eri表示污染物 i的潜在生态风险系数；

Tri表示污染物 i的毒性响应系数，由污染物 i的毒性系数（Sti）与水体敏感性参数的乘积
得到；RI表示水体多种污染物的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2.3 Håkanson的应用实例

Håkanson 以瑞典 15 个湖泊为例，采集沉积物样品，测定其 PCB、Hg、Cd、As、
Pb、Cu、Zn、Cr等8种污染物含量；用欧洲和美洲50个湖泊沉积物中各个污染物的平均
含量加1个标准差作为工业革命前沉积物参比含量，分别计算各个污染物的Cf

i。
污染物的 Sti与其丰度和释放系数有关，丰度越大毒性越小，释放系数越大毒性越

强。Håkanson经过复杂的推导，最终得到8种污染物的Sti （表1）。
水体对污染物的敏感性参数用Sti

和生物生产力指数（bioproduction in-
dex，BPI）的关系表征，BPI由沉积
物 氮 含 量 - 烧 失 量 （ignition loss，
IG）回归曲线上10%IG处的氮含量得
到，轻微生态风险水体的BPI参考标
准为 5.0。由于水体生物对不同污染
物的敏感性不同，所以不同污染物的
毒性系数与BPI的关系也有差别，据
此得到针对不同敏感性的Tri （表1）。

根据Tri和Cf
i，按照公式（2）计

算得到污染物的 Eri，并根据 Er 的分
级标准（表 2）开展污染物的单项潜

表1 污染物的毒性系数和毒性响应系数
Tab. 1 The values of Sti and Tri of different pollutants

污染物

PCB

Hg

Cd

As

Pb

Cu

Cr

Zn

合计

毒性系数(Sti)

40

40

30

10

5

5

2

1

133

毒性响应系数(Tri)

40×(BPI/5)

40×(5/BPI)

30 × ( )5 BPI

10×1

5 × ( )5 BPI

5 × ( )5 BPI

2 × ( )5 BPI

1 × ( )5 BPI

-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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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风险评价。Er第一级（轻微生
态风险）界限值（40），是假定各个
污染物都没有发生污染（Cf

i=1）时，
所有参评污染物中的最大毒性系数，
即ErPCB=ErHg=40；其他风险级别的界
限值依次加倍得到[1,2]。

根据各个污染物的 Er 值，按照
公式 （3） 计算得到各个湖泊的 RI
值，并按表2所列RI的分级标准进行
各个湖泊的综合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可以看出，轻微生态风险的RI第一级（轻微生态风险）界限值（150），是假定各个污染
物都没有发生污染（Cf

i=1）、轻微生态风险水体的BPI为 5.0时（即表 1中的BPI都等于
5），将各个污染物的毒性系数（Sti）之和（133）规整化得到；之后依次加倍得到各个生
态风险级别的界限值[1,2]。

3 潜在生态风险评价对象错位严重

3.1 潜在生态风险评价对象统计
根据“中国知网”2001—2018年收录的有关潜在生态风险论文2323篇，对其评价对

象进行统计（表3），潜在生态风险评价对象以水体（海洋、湖泊与河流）沉积物和土壤
为主，灰尘和其他环境介质（如水相溶质、大气颗粒物、地表灰尘、垃圾灰烬、有机
肥、煤矸石、农作物或植物等） 较
少。截至 2018 年底，以水体沉积
物、土壤、灰尘、其他环境介质为评
价对象的论文分别有 1178 篇、1008
篇、83 篇和 54 篇，分别占论文总数
的50.71%、43.40%、3.57和2.32%。
3.2 潜在生态风险评价对象适宜性分析

Hå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是
针对污染物对水域生态系统所致危害
设计的，它能否被应用于其他环境介
质的生态风险评价，并作为其污染程
度的一个综合指标，尚缺乏严格的理
论证明和实践验证。

虽说土壤与水体沉积物中都有高
级生物生存，但两者的组成、结构、
性质、物质形态及其迁移等都有重大
差异，按公式（1） ~公式（3）计算
的土壤潜在生态风险可能与污染评价
结果不一致。目前，虽然土壤污染综

合评价方法有很多，但最基本的方法

都是依据土壤污染物含量与参考标准

表2 Håkanson（1980）潜在生态风险评价分级标准[1]

Tab. 2 The grade criteria of Er and RI proposed by Håkanson in 1980

Er值

分级标准

Er<40

40≤Er<80

80≤Er<160

160≤Er<320

Er≥320

风险等级

轻微生态风险

中等生态风险

较强生态风险

强烈生态风险

极强生态风险

RI值

分级标准

RI<150

150≤RI<300

300≤RI<600

RI≥600

-

风险等级

轻微生态风险

中等生态风险

较强生态风险

极强生态风险

-

表3 2001—2018年潜在生态风险论文评价对象统计
Tab. 3 Articles of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with different

subjects from 2001 to 2018

年份

2001—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篇)

不同研究对象论文(篇)

水体沉积物

9

10

13

30

54

38

73

94

71

119

116

123

136

167

125

1178

土壤

1

5

5

11

27

20

32

43

39

90

102

124

145

144

220

1008

灰尘

0

0

1

1

1

1

3

5

6

4

15

10

8

21

7

83

其他

0

0

0

0

2

1

2

2

2

3

3

4

9

8

18

54

合计

(篇)

10

15

19

42

84

60

110

144

118

216

236

261

298

340

370

2323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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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得到的，其中以内梅罗综合污

染指数（PN） [3]应用最为广泛，也是

中国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2004）推荐的评价方法。作者根

据河南省某电池厂周边土壤 Cd、

As、Pb、Cu、Ni、Cr和Zn含量，计

算得到各样点重金属的 PN和 RI。由

表 4可见，虽然两种评价结果有一定

联系，但存在很大差别。尚清洁样点

与轻度生态风险样点是对应的，但重

度污染样点几乎包含了中等风险、较

强风险和很强风险样点。陈怡先等[4]对某矿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重度污染区中的中等风险、较强风险和很强风险面积占比分别为 12.0%、67.1%和

19.2%。Cui 等对某灌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则表明，各样点平均 PN只有 0.4 （清洁土

壤），而平均RI值高达208，达到较强生态风险水平[5]。由此可见，将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应用于土壤污染评价时要慎重，有时会出现严重偏差。

由于地表灰尘的组成、性质等与土壤存在本质不同，所以将Er和RI应用于地表灰尘

潜在生态风险或污染评价就更加缺乏理论依据。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将Er和RI应用于水

相溶质、大气颗粒物、垃圾灰烬、有机肥、煤矸石、农作物或植物等其他环境介质的潜

在生态风险或污染评价，其科学性严重存疑。虽然这类文章的数量不多（表3），但容易

以讹传讹，误导学术界。

总之，潜在生态风险评价对象错位严重，涉及土壤、灰尘和其他非水体沉积物为评

价对象的论文占所统计的2323篇论文的49.29%。

4 潜在生态风险系数（Er）分级问题

按照Håkanson对Er的定义，其第一级（轻微风险）界限值是假定参评污染物都没有

发生污染（Cf
i=1）时，所有污染物中的最大毒性系数（Stmax）。在Håkanson的研究中，包

含了8种污染物，其中以PCB和Hg的St最大，均为40（表1），故其Er第一级界限值为

40 （表 2）。但是，很多学者并没有按此要求，根据其参评污染物种类设定其Er第一级

界限值。

由于发表的潜在生态风险文章太多，档次参差不齐，所以本研究重点分析了2008年

以来在一些国内外高级别期刊上发表的 203篇论文（中文论文 136篇，英文论文 67篇）

的 Er 分级状况。统计结果发现，Er 第一级界限值符合前述要求的论文共 111 篇，占

54.68%，其余45.32%论文均存在问题。问题论文主要是没有考虑其实际参评污染物的种

类，生搬硬套 Håkanson 的 Er 第一级界限值 （40） 造成的。例如，43.84%的论文 （89

篇）没有涉及Hg，其Er第一级界限值本来应小于40 （StHg=40），但仍采用了40；还有2

篇论文既研究了Hg又研究了Cd，其Er第一级界限值本来应该采用 40，但却采用了 30

（StCd=30）；更有 1篇论文，研究了包括Hg在内的 7种重金属，其Er第一级界限值应为

40，但不知何故将其调整为25。

表4 某电池厂周边土壤重金属PN和RI评价比较
Tab. 4 Comparisons of different pollution/risk levels of soil

heavy metals with PN and RI around a battery factory

内梅罗综合指数(PN)

污染
级别

清洁

尚清洁

轻污染

中等污染

重度污染

不同污染级
别样点比例(%)

0.00

5.26

0.00

5.26

89.42

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

风险
级别

轻微风险

中等风险

较强风险

很强风险

-

不同污染级
别样点比例(%)

5.26

47.37

15.79

31.58

-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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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分级问题

由公式（2）和公式（3）可知，某样点多种污染物的RI值大小与参评污染物的种类
（不同污染物的Sti存在差异）和数量（影响RI=∑Eri）有关。所以具体研究时，不能生搬
硬套表2所列的RI分级标准，而必须根据参评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对其进行调整。从上
述203篇论文来看，61.08%的论文（124篇）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而是生搬硬套Håkan-
son的RI第一级界限值（表5）。

实际上，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调整RI分级标准的必要性。在203篇论文中，除16
篇论文没有涉及RI分级问题外，只有 63篇论文对其RI分级标准进行了调整，占论文数
（187篇）的33.69%，而且调整方案千差万别（表6）。

Håkanson的RI分级标准（表 2）是针对 8种污染物（PCB、Hg、Cd、As、Cu、Pb、
Cr和Zn）设计的，但并没有给出RI第一级界限值（150）的详细说明。Håkanson应该是
根据其研究的 8种污染物的毒性系数总值 133 （∑Sti=StPCB(40)+StHg(40)+StCd(30)+StAs(10)+
StCu(5)+StPb(5)+StCr(2)+StZn(1)=133），取整数150得到的[1]。由于实际研究中的参评污染物种
类和数量可能与Håkanson出入很大，很难规范∑Sti取整规则，所以为了使不同研究的潜
在生态风险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建议采用下述调整方案。

首先根据 Håkanson 的 RI 第一级界限值 （150） 除以 8 种污染物的毒性系数总值
（133），得到单位毒性系数RI值（150/133=1.13）；然后将单位毒性系数RI值乘以某一具
体研究所有参评污染物毒性系数总值（∑Sti），并取十位整数得到第一级界限值；最后将
RI第一级界限值乘 2得到第二级界限值，余者类推。表 5和表 6中“正确的RI一级界限
值”就是用该方法计算得到。这种 RI 值分级调整方案由马建华等 2011 年首次提出 [19]，
之后被一些学者所采用[4,8,12-14,17]。在表 6 中，符合上述 RI 值分级调整方案的论文共有 15
篇，只占调整论文的23.81%。

6 用污染物毒性系数代替其毒性响应系数问题

由于很多研究缺少水体沉积物全氮和烧失量数据，无法计算BPI，所以除极个别研

表5 203篇论文中生搬硬套Håkanson RI第一级界限值情况
Tab. 5 The first limit values of RI copied indiscriminatingly from Håkanson among the 203 papers

原文

∑Sti

102~106

90~100

80~89

70~79

60~69

50~59

40~49

30~39

20~29

10~19

合计

错误的RI一级界限值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

论文数(篇)

4

34

8

1

9

28

31

3

4

2

124

占论文总数比例(%)

1.97

16.75

3.94

0.49

4.43

13.79

15.27

1.48

1.97

0.99

61.08

正确的RI
一级界限值

＜120

＜110~<120

＜90~<100

＜80~<90

＜70~<80

＜60~<70

＜50~<60

＜40~<50

＜30~<40

＜2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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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21]外，几乎全部都用污染物的Sti代替其
Tri，从而忽略了水体生物对污染物的敏感
性。从表 1 可见，不同污染物的 Sti与 Tri的
关系不完全相同：对于PCB，随着BPI增大
Tr也增大（BPI/5），St和Tr之间的差距也增
大；对于 As，二者是相等的；对于 Hg、
Cd、Pb、Cu、Cr和Zn，随着BPI增大Tr却
减小。但在BPI相同的情况下，TrHg的减小
幅度 （5/BPI） 远大于 TrCd、TrPb、TrCu、TrCr

和TrZn （ 5 BPI ）（图1）。所以，不同沉

积物中PCB和Hg的含量差异，对其St和Tr
之间差别的影响远大于其他重金属。

根据Håkanson所提供的瑞典 15个湖泊
8种污染物的Cf

i和BPI等数据[1]，分别计算考虑BPI和不考虑BPI的RI值。由图 2可见，
只有Vänern、Värmlandssjön和Väsman湖在不考虑BPI时的RI值明显小于考虑BPI的RI
值，其中Värmlandssjön湖的风险等级由极强风险降为较强风险；其他湖泊二者的差别都

表6 203篇论文中对RI第一级界限值的调整情况
Tab. 6 The first limit values of RI adjusted among the 203 articles

原文

∑Sti

138

125

105

98

93

91

88

87

83

81

73

61

58

55

合计(篇)：63

调整后的RI一级界限值

<135(1)

<140(1)

<180(1)

<135(1), <110(3)[5-7 ]*,

<60(1), <55(1)

<135(1), <13 (1),

<108(1), <95(1),

<110(3)[8-10]*

<110(1)[11]*, <100(1),

<95(1)

<95(1)

<135(1)

<94(1)

<95(1)

<100(1)

<70(1)[12]*, <65(2) ,

<50(1)

<70(1)[4]*, <65(1),

<30(1)

<90(1), <62(1)

正确的RI
一级界限值

<160

<150

<120

<110

<110

<110

<100

<100

<100

<100

<90

<70

<70

<70

原文

∑Sti

53

52

51

50

48

46

45

43

41

35

28

26

24

23

18

11

调整后的RI一级界限值

<105(1), <90(1),

<50(1)

<110(1), <90(1)

<60(1)[13]*

<60(1)[14]*

<110(1), <95(1),

<90(1), <55(1),

<50(1)

<110(1)

<110(1), <90(1)

<50(1)[15]*, <40(1)

<50(1)[16]*

<110(1), <50(1),

<40(1), <35(1)

<45(1), <30(1)

<95(1)

<20(1)

<50(1), <20(1)

<20(1)[17]*

<20(1)[18]*

正确的RI
一级界限值

<60

<60

<60

<60

<60

<60

<50

<50

<50

<40

<40

<30

<30

<30

<20

<20

注：括弧内数字表示论文篇数；*表示正确调整RI第一级界限值的论文。

图1 不同污染物的生物敏感性参数随BPI变化
Fig. 1 Variation of the sensitive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pollutants along with BPI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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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甚至相同，风险等级也没有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上述3个湖泊沉积物Hg含量
较高的缘故。

综上所述，若只评价水体沉积物As的单项生态风险时，完全可以用 Sti代替Tri；若
评价不包括 Hg 在内的其他重金属的综合生态风险时，用 Sti代替其 Tri是基本可以接受
的；若评价包括Hg在内的多个重金属的综合生态风险或只评价Hg的单项生态风险时，
不能用 Sti代替其Tri。但在现实研究中，几乎全部都用污染物的 Sti代替其Tri计算RI值，
其中包括Hg的论文占203篇论文的44.06%。

7 结论与讨论

Håkanson于1980年提出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是基于水环境沉积学理论建立的一种
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其应用对象具有条件约束。将该方法应用于土壤污染评价有时可能
会出现偏差，更不能将其应用于水相溶质、大气颗粒物、地表灰尘、垃圾灰烬、有机
肥、植物或农作物等环境介质的潜在生态风险或污染评价。而在现实研究中，潜在生态
风险评价对象错位现象严重，以非水体沉积物为对象的论文占总数的49.29%。

Håkanson潜在生态风险系数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的分级标准是针对其研究的8种污
染物设计的。在具体应用该方法时，不能生搬硬套Håkanson分级标准，必须根据具体研
究的参评污染物种类和数量进行调整。Er第一级界限值是假定所有参评污染物都没有发
生污染时，所有参评污染物中的最大毒性系数（Stmax），其他Er风险级别的界限值依次乘
2。RI第一级界限值是根据所有参评污染物的毒性系数总和（∑Sti）取整数得到的，其他
RI风险级别的界限值依次乘2。针对某一具体研究，RI第一级界限值可用∑Sti×1.13，并
取十位整数得到。而在现实研究中，罔顾具体研究的污染物种类和数量，生搬硬套
Håkanson的Er和RI分级标准而出现错误的论文分别占45.32%和61.08%；虽然有些学者
对RI分级标准进行了调整，但调整正确的论文只占调整论文的23.81%。

在只评价As的单项生态风险，或评价不包括Hg在内的多个重金属的综合生态风险
时，可用污染物的毒性系数代替其毒性响应系数；若评价包括Hg在内的多个重金属的综

图2 瑞典15个湖泊在考虑与不考虑BPI时的RI值比较
Fig. 2 RI values calculated with BPI and without BPI of the fifteen lakes in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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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态风险，或只评价Hg单项生态风险时，用毒性系数代替其毒性响应系数会出现偏
差。而在现实研究中，几乎全部用污染物毒性系数代替其毒性响应系数计算RI值，其中
参评污染物中包括Hg的论文占总数的44.06%。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应用中出现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今后必须纠正这些问题，规
范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在环境科学中的应用。

致谢：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

研究思路和结果分析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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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MA Jianhua1, 2, HAN Changxu3, JIANG Yuling1, 2

(1. Key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Technology for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Regions (Henan

Univers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Kaifeng 475004, China; 2. National Demonstrati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3.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2323 papers on th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RI) proposed
by Håkanson during 2001-2018, especially focusing on 203 papers published in some famous
journals at home and abroad since 2008, the following problems were found: (1) Håkanson's RI
is an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ater environment
sedimentology. Therefore it is not suitable to be applied to soil, especially not to water solute,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surface dust, plant or crop, etc. However, 49.29% of the 2323
papers have misplaced evaluation objects. (2) The grading criteria of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factor (Er) and RI proposed by Håkanson can not be mechanically copied. So, it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types and quantities of pollutants studied. The limit value of
the first level of Er should be the maximum value of toxic coefficient (Stmax) of all the evaluated
pollutants, and the limit value of the first level of RI can be obtained by ∑Sti ×1.13 with ten
integers. However, most of the studies ignored the types and quantities of the pollutants, and
copied indiscriminatingly the Er and RI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of Håkanson, which led to
incorrect conclusions. The papers used the incorrect criteria of Er and RI, taking up 49.01%
and 61.40% of the 203 papers, respectively. Although some researchers had adjusted the RI
classification criteria according to the types and quantities of pollutants, only 23.81% of the
papers are correct. (3) When only single ecological risk of Hg or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risk
of multiple heavy metals including Hg are evaluated, the StHg can not be replaced by TrHg.
Keywords: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factor;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evaluated subject;
grade 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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